
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

温　锐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,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

个抗日根据地,也是当时各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模范。有关这块根据

地各方面建设的研究,国内外已有不少,然而,战时政治对农村社

区的影响的问题,则有待深入探讨。

一

　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,地处同蒲路以东,正太、石德路以北,张家

口、多伦、宁城、锦州一线以南,东临渤海,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

冀中、冀东为主,包括察哈尔、热河、辽宁三省的一部,行政上划分

为北岳、冀中、冀察、冀热辽四个区。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,大多是

山岳地带。日军侵占了华北主要的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,广大小城

市、乡村则均为抗日根据地所有。根据地农村社区内的农民百姓,

因世代受官府酷吏压榨和战乱之苦,不仅大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

权利,且终日还要为冻馁死亡所困,对国家政治自然鲜有兴趣,“兵

匪一家”则成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常识。一些昔日政府鞭长莫及的僻

隅之地,如河北涿县之三坡区、房川县之龙门台九区等地,农民们

还是穿着明朝的服饰,直到 1929年才知道天下已是“民国”。自然,

“他们不知有祖国,也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”,他们唯一的公共活

动,是防备“外路人进来”①,所表现的仅是一种本能的身家自卫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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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陕婴:《平西根据地的环境》(1940年 6月 25日) ,《八路军军政杂志》第 2卷第 6期。



神与故土依恋之情。就是在现代交通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

地区,自民国以来,连年军阀混战,兵燹匪患,农村破产,民不聊生,

农民们蛰居于联庄会武装和各色帮会武装之下,同样还是那身家

自卫和故土依恋情结的体现而已。① 但是,农民又是中国抗日战争

的主体力量,能否充分发动广大农民,并使他们的故土依恋情结与

身家自卫精神上升为现代新型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,是争取抗战

胜利的关键。

　　抗战开始之初,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,地方政府作

鸟兽散。在晋东北地区,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

方,粮物洗劫一空,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“达六、

七千头”。那整天“爱国”,“为民”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

其大小“父母官”们,除五台、盂县二县县长外,均逃散一空。② 会党

蜂起,自古“兵匪一家”,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。尽管蒋介石当时也

有“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”和“抗战建国”之号召,然而,事实却有

“国军”所到之处,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,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

军。对这里的农民,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。

　　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,中

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,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

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,他们的口号是:“创

建敌后抗日根据地”,“保家卫国”,“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”;他们的

行动是: 痛击日军,肃清与改造土匪,统一抗日武装,严明纪律,宣

传救亡,恢复地方秩序。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,一举改变了

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“兵匪一家”的传统认识。以致八路军所到之

处,“瓢食壶浆,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”。③ 广大农民“把民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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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枪枝拿来,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”①,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

自己的“子弟兵”。“阜平营”、“平山团”等部队的出现,就是八路军

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。

　　如果说八路军扎根于晋察冀边区敌后的广大农民之中,是中

国共产党在敌后实施战时政治、唤醒民众的第一个胜利,那么,在

晋察冀边区敌后建立一个与旧政权完全不同的崭新政府,这对改

变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则意义更为深远。因此,开入敌

后的八路军在恢复地方秩序的同时,立即就着手重建收复地区的

地方政权,筹备成立统一的边区政府。1938年 1月,中共领导的第

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府——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告成立。接着,各村

直接选举了村长,任命了区、县长。1939年 2月以后,区、村建立了

直接选举的选民代表会,县建立了县政会议。1940年,中共边区党

委又决定根据“三三制”原则,在边区建立各级民意机关——参议

会,并以竞选、普选、直选的方式,选举村、区、县、边区各级民意代

表。边区政府民主制度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。虽然,这一工作因

日军的频繁扫荡而受阻与拖延,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还是于 1943

年 1月召开,适应当时环境的各级政府的民主体制也终于逐步建

立起来了。

　　与旧政府的专制、腐败、低效相反,边区政府具有民主、高效、

廉洁三大特点。边区公民有选举与被选举权,民意代表、政府官吏

的产生,是直接的普遍的平等的选举; 选举前,“发动老百姓去讨

论,然后提出候选名单,举行竞选,宣传并让竞选人发表政见,然后

进行正式选举”,选举时也“不是什么‘推选’,而是要秘密的票选方

式”,以使农民“选出自己要选的人”②; 民意机关从议事机关发展

为权力机关,拥有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大民权,成为人民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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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真正代表。政府取消高官厚禄的薪俸制,代之以最低限度的生活

津贴,并坚决而严厉地惩处贪污行为,这使村级财政整理之后,“经

费支出较前减少了 60—70%”①,“政府的公费减少到最低限

度”。② 随着简政工作的不断深入,不必要的机构裁汰,庸肿的机关

缩小,仅冀中、北岳两区, 1941年冬季就“裁减人员先后达 4万”。③

通过简政,边区政府改变与纠正过去多头领导之弊和工作人员的

雇佣思想,任上的干部,因有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

器,便能养成吃苦耐劳与艰苦奋斗的作风,个个精明强干,以身作

则,廉洁奉公,真正成为人民公仆,人民办事方便快捷。如此鲜活的

人民政治,在边区农村社区实在是开天辟地头一回,农民们第一次

行使选举领导的权利,第一次看到“清官”与公仆的区别,第一次能

监督自己的领导,也第一次认识到有自己的政府,从而大大缩短农

民们与边区政府的距离。因此,往日对国事、政府持冷漠态度的农

民们,今天却踊跃地投入了干部的选举与政府的事务;往昔聊无生

气的农村,现在却处于高昂的政治热潮之中。边区农村社区之内,

不仅农村男子参选率高达 8319% ,就是那千年加受夫权压抑的农

村妇女参选率也高达 80%以上④; 干部与群众相互批评、相互学

习,农民群众出入于边区各级政府,自己的要求及意见在各级政府

的会议上得到反映, 同时, 对政府的困难“也都愉快的在想办

法”。⑤ 在这里,农民本能的身家自卫精神终于逐步上升到为民族、

国家而战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。

　　当然,必须正视的是,根据地农村社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比较

低,农民大多数都还是文盲或半文盲,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仅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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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开始,且还带着浓重的战争时代的气息,村社民主政治建设之路

还很长。但是,农民们那追求解放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表明

了,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专制制度的束缚。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生

活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身历其境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

员、太平绥靖公署参事刘奠基曾感慨说:我追随国民党追求民权主

义 20余年,已陷入失望,万没有想到民主政治“在和敌人炮火斗争

当中,竟会实行起来”,“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”。①

可以说,这种村社的初步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,在晋察冀边区乃

至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史上也是个永远不应忘记的良好开

端,是中国农民的创举和历史的奇迹。

二

　　抗战相持阶段,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,不得不

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。于是,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农村抗日根

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战便遇到了空前的困难。弱小的共产党及

其八路军如何坚持并赢得抗战胜利,唯一的出路便是充分而严密

地将广大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,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

海,使广大的敌后农村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战场。中共最早开辟

的晋察冀根据地,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模范的农村抗

日战场。

　　要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农民充分而严密地组织起来,适应整

个敌后农村残酷而艰苦的抗日军事斗争,这必定要改变农村社区

的组织状况。八路军共产党初来乍到时,用“一盘散沙”来概括晋察

边区农村的组织状况是确切的。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,决定了边区

广大农民生活散漫,区内组织松散,相互联系很少。这种状况在那

多是山岳地带的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北岳地区,因其交通与地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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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隔,农民与农民、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少而显得尤为突出。

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冀中地区,自民国以来,“军阀内战,此起

彼伏,社会变动无常,没有一个中心统治力量”①,“青红帮及各种

秘密宗教团体很活跃”,每当战争发生,“乡下即形成无政府状态,

散兵游勇到处抢掠,土匪流氓趁火打劫”。② 抗战初起,国民党军队

南撤之后,“土匪、杂牌军、联庄会、会党峰起,‘司令遍天下,指挥赛

牛毛’”。他们自立关卡,滥行征税,巧立名目,随意捐派,甚至押人

罚款,掠人勒索,“一切都在无秩序、破坏和崩溃”之中。③ 整个农村

人心惶惶,一片混乱。这样无序的社会与焕散的民众,要在敌后组

织对日军的有效抵抗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共产党、八路军深入晋察冀边区之后,为了广泛地发动敌后游

击战争,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,提出了“全民总动员”、“实

行全民武装”的口号④,以各种形式,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

来。

　　首先,在深入敌后之初,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、抗日救国会、抗

日自卫会等半政权性的组织,把分散的农民群众初步组织起来,并

使之与八路军共同配合抗击日军,改造各种抗日军队、义勇队、游

击队、联庄会及秘密会社,组成统一的抗日武装,恢复稳定农村秩

序,建立新的农村地方政权,改变原来的混乱的局面。

　　其次,在农村地方政权建立之后,普遍成立农民救国会、妇女

救国会、青年抗日救国会、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的同时,建立了军

区制度。军区之内,农民抗日武装分为地方正规军、脱离生产的游

击队与不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三部分。其中农村不脱离生产的游击

队,吸收了边区农民中 17—40岁年龄段的主要部分。他们又根据

年龄分为三个层次; 17 岁到 23 岁为青年抗日先锋队, 20 岁到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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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的为基干自卫队, 35岁到 40岁的为警备自卫队。① 这种普遍武

装农民民众的形式, 30 年代初期就曾在苏区内实行过,并取得了

丰富的成功经验,被称为民兵制度。它与农救会、妇救会、青抗会和

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结合,通过逐级的升编过程,很好地解决了边

区敌后抗战中难以解决的野战部队和正规军的经常补充问题,而

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民众的组织化、武装化,实现了农村社区的军

事化与全民总动员,有效地支持了艰苦的对敌抗战。

　　其三,通过劳动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。边区农村最早的劳动互

助是为帮助抗属与贫苦农民的,那时称“互助团”、“帮耕团”。1939

年之后,天灾敌祸纷至沓来,边区陷入严重的困难中。在边区农村

社区之内,大家共同面临的是“自救”、“共存”的问题,于是,农村一

些民间传统的“换工”、“拨工”互助形式兴盛起来。1943年 11月,

毛泽东发出“组织起来”的口号,要求“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

劳动力,只要是可能的,就要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”。② 此后,农村

社区的农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全面发展,“变工队”、“拨工队”

及各种“突击队”普遍组织起来,而在修渠、开荒、修滩、捕蝗、抗旱

等生产活动中,劳动互助则向更高形式的劳动互助社发展。据灵丘

县 98 个村庄统计, 1944 年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的

5811% ③,而灵寿县芝麻沟全村男劳力的 94%、女劳力的 90%以

上已参加拨工互助,并建立了“四套合一”(拨工组、合作社、抗联、

抗勤小组)的拨工队,形成了高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社。④ 组织农民

的劳动互助,在农村社区掀起了积极生产的热潮,也进一步推动了

农村社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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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四,通过家庭会议和户生产计划工作,把对农民的组织深入

到家庭内部。1945年,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把毛泽东提出的“耕三

余一”① 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奋斗方向。为保证这一奋斗目标的实

现,对农民的生产劳动要有更为严密的组织与具体的要求,于是组

织农民家庭会议和制定户生产计划,便应运而生。这是个既具体又

复杂的组织工作。干部们奔走于农民家庭不说,各村的劳模也成了

作计划的“把式”。他们为了能开好家庭会议和订出户计划,必须先

了解这个“家庭内幕”,弄清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,了解家庭成员的

“互助关系、每个人的政治觉悟、生产情绪、威信和家庭地位”②,其

工作之深入细致,可想而知。然而,边区农村社区内的家庭会议与

户计划,却具有“广泛性”与“普遍性”,“一般地区的户计划与家庭

会议做得是踏实的”,生产计划到户“已成一般现象”。③ 盂县劳模

崔维印带领全村 96户全部作了计划。④ 经过上述组织方式,边区

农民可以说是空前地甚至是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了。农民从家庭

到社区,从生产到生活,从政治动员到参战支前,包括春耕、夏耘、

秋收、冬藏、站岗、放哨、运输、慰劳、侦察等一切行动,都在严密的

组织和计划之下进行。这使对日抗战所需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在当

地党和各种群众团体与组织的配合下,都“能放到战斗上去”。⑤ 它

不仅保证了兵员的补充,军需的供给,同时还将社区内各阶层人员

都纳入了边区大家庭中。各种团体与组织可以展开竞赛、互助互

勉。头发苍白的老人“成了修滩模范”;妇女垦荒、修滩、种树、挑粪、

挖土、认字,“不落男子后”; 开荒修滩青年“打先锋”; 儿童“更为出

色”,站岗、放哨、搞巡查。在黎城县东湖村,拨工队组织集体劳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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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⑤ 《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》,《解放日报》1943年 3月 10日。
《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》,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第 619页。
《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》,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第 616页。
《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》,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第 616—617页。

“耕三余一”,源出《礼记》:“三年耕,必有一年之食”,此处指边区农民一年生产能有
4个月余粮。



第一次打钟起身,第二次打钟儿童团出动巡查。如果不起来的,小

伙子们便将裤子收去,“没有一个不积极”,就是烟鬼、懒汉、懒婆也

变了样。① 通过家庭会议的组织和户计划工作,一些家庭“不团结

的和睦了,分家的不分了,离婚的不离了”。②

　　边区村社军事化和农民的高度组织化,是适应战时特殊环境

的产物,导致的却是农村社区内农民间相互关系的又一巨大变化。

它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分散、无组织状态,使边区农民的抗战有

了“全面化、全民化”的特点③,使广大农民长期潜藏着的巨大能量

得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并释放出来,有效地使用于对日军的抵抗,可

谓晋察冀敌后抗战伟力之深厚根源在于农民之中。这种农村社区

全面军事化与农民高度组织化的经验,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

在广大新解放区充分地组织亿万农民和充分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

力量迅速打败国民党,也有重要影响。

三

　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,多是交通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,并长期

处于被日本侵略军分割、包围、封锁与军事扫荡的艰苦环境之中。

日伪军先是“着重强盗式的掠夺、抢劫”,后则“变成惨无人性的、有

计划、有步骤的‘三光政策’,所到之处,强占与破坏人民田地房屋,

鸡犬不宁,草木俱毁⋯⋯勒索、苛捐杂税层出不穷”。日伪过后,“不

是家破人亡,就是遍地房塌室坍,废墟瓦砾”。④ 再加上频繁的水、

旱、虫灾,边区农村社区生产力遭受了严重摧残,经济受到摧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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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 王稼祥:《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》(1944年 4月 25日) , 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 第
573页。

吕正操:《冀中的抗战形势》(1940年 3月 4日) ,《解放》第 110期。
《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》,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第 616页。

王稼祥:《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》(1944年 4月 25日) , 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 第
686—587页。



破坏。于是,农村社区之内,一方面,原本不足的生产力资源,因敌

人的破坏更加奇缺,许多农户无法再单独维持简单生产; 另一方

面,大量劳动力投入抗日军事斗争,抗日家属自然要由社区内共同

来加以照顾与帮助。而村社之内,支前生产不说,就是站岗、放哨、

运输、慰劳、侦察、坚壁清野、破坏交通、收割电线、袭击敌人,样样

工作都非一家一户所能单独承担。因此,互助自救、互助共存便成

了社区内农民共同的基本要求和中心任务。

　　首先,人民政府、共产党为互助自救、互助共存作出表率。政府

的费用、税收,“取之合理、用之得当”; 财政上,“尽量缩减开支,反

对浪费”,充分照顾人民生活,使群众的“负担减至不可再减的程

度”,并“以最少的支出发挥最大的效用”①; 广大干部均“实行生活

费制”,一个公务员每月所取一切生活费用“比不上一个工人的收

入”,然而他们却“吃苦耐劳和不避艰难”,“背背包,跑山路, 住地

窑, 深入敌区”,扎根民众②,是为农民奋起互助自救、互助共存之

榜样。

　　其次,政府通过调控手段,强化农村社区对经济困难的承受能

力。政府调控最主要在社会经济政策、商贸政策和税收与负担政策

三个方面。所谓的社会经济政策,就是削弱封建半封建剥削势力。

具体办法是“二五减租”、“一分利息”,既保证了地主的所有权,又

减轻了广大抗日农民所受的痛苦。所谓商贸政策,即是通过商品流

通渠道实施政府的调控措施,具体办法有: 对外贸的统制政策,由

对外贸易而统一管理,严禁粮棉资敌,禁止敌方奢侈品的推销,增

加必需品的输入。在边区内部,“比较大的商业”“由公家来经营”,

使之“成为调剂边区消费的机关”(边区当时虽还有公私合营的较

大商业,但公家已为主导,且“要使其向完全公营的路上发展”) ;同

时大发展供销合作社,在各村普遍建立村社,做到一村一社,兼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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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给、运销、信用等业务。合作社反对“发财主义”①,政府取缔“投

机的非法的合作社”。② 供销合作社在调剂生活日用及食品余缺,

平抑粮价,平抑物价,解决军需民食上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,大

大强化了边区“自救”、“共存”的能力。在税收与负担上,政府的调

控原则是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有粮出粮,多者多出,少者少出。初

期实行的是“合理负担”,贫苦农民设免税点,地主、富农承担税收

与负担的 51%以上③;后来实行统一累进税,富农一般不超过总收

入 25% , 地主一般不超过总收入 60%④, 负担面由农村人口的

40%多扩大到 80%以上,“使过去集中在地、富身上的抗战负担大

大减轻”,并给已经处于贫困的地、富以救济和帮助。⑤ 同时,政府

还通过发放贷款、救济、种子、粮食等办法解决贫民、灾民、难民的

土地与生产问题,并通过车运人背、武装护运和建立合作社等办

法,调剂边区内平原与山区以及不同农村社区之间粮食的余缺问

题,解决因战争兵力集中与生产物反而相对减少的矛盾和减轻农

民所受商人之剥削。政府通过上述调控办法,及时地调剂了社会财

富,保证了社区内各阶级都能过活下去,大大提高了社区内农民承

受经济困难的极限。

　　其三,以发展生产为社区“自救”与“共存”的基础。发展生产是

边区解决军需民食的基本方针。前述边区劳动互助,不仅是组织农

民的方式,也是发展生产的可行方法。除实行劳动互助外,边区政

府还提出“敌来就打,敌退就耕”的口号。⑥ 农民抓住空隙,抢耕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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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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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
⑥ 王稼祥:《晋察晋边区的财政经济》(1944年 4月 25日) , 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 第
582页。

《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》(1943年 4月 25日) ,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第 731页。

宋劭文:《财政科长联席会议的结论》(1942年 3月 1日) , 见魏宏运:《金融编》,第
61页。

《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》(1943年 4月 25日) ,见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第 727页。

郭洪涛:《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》(1941 年 1 月 16 日) , 见《解放》第 123
期。

宋劭文:《边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现阶段我们的中心任务》(1942年 8月 3日) ,见
魏宏运:《总论编》,第 291页。



种,开展生产自救。不仅消灭了土地荒芜现象,保证不误农时,而且

还新开了许多荒田、荒地、水渠、整修了许多滩地。在北岳区, 1938

年与 1939 年就形成了垦荒、修滩、开渠的热潮,仅平山、阜平等 9

县,就开荒 25000余亩, 1939年到 1942年,北岳区 29县开渠 2272

条,可浇地 4181364亩,修滩 146349亩。① 1943年,边区政府提出

生产发展“三大口号”:“一拨工,二订农户生产计划,三锄地三遍”,

得到全区各方面的积极响应。社区内农户大都实现了“耕三余一”

的目标,创造了艰苦战争环境下发展生产的一大“奇观”。发展生产

的目的是收获。组织起来的民众,在武力掩护下“抢割、抢收、快打、

快藏”②,“首先是不让敌人夺去麦子粮食, 再才是自己的分配问

题”。③ 通过社区的军事化与组织化,村里的“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

藏、开渠、牧畜的全部工作都是党政军一齐动员”,上至七、八十岁

的老人,下至七、八岁的儿童,男女老幼一齐动手,各尽其能,都在

“枪林弹雨封锁沟墙中”“用血汗争取”民族的生存。④

　　其四,开展节约运动。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,节约运

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。政府与干部“节省开支, 反对浪

费”,“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”。农民们积极支前,但自己采树叶、

集野菜、“节衣缩食,准备度荒”,如井陉的印吉子,“原全家每天吃

粮二升,在荒旱的情况下,减少半升,多吃糠菜,缝补旧衣,节布一

匹”。边区农民勤劳生产,同时又节衣缩食,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

实现“耕三余一”计划。⑤

　　其五,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教育。应该说,广大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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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的

个人意识,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。因此,即使在那大

家必须共同“自救”、“共存”的特定环境下,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

自愿互利的原则下,“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”。当年,共产党的教育

办法是:“通过劳动公约,开会检讨,奖励表扬模范;利用谈话、群众

力量、黑板报、壁报来批评落后”,“克服自私的思想”。① 其中,对农

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学习运动,开展向那些具有忘

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,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

你追我赶,比学赶帮,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,从而使边区基本保

证了军需民食,“家家有饭吃, 有衣穿”。②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

义发展方向的内容,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,认为今日之劳

动互助,仅是“向集体经济过渡的”“初级形式”,将来要“从各方面

都使”小农“经济合作化起来”,变成“集体经济”。③

　　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,一方面

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,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

地关系发生了“悄悄的”变革,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

地增加,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“两头向中间挤”的现象④,共产党

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; 另一方面,根据地内“没有

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,大发其国难财”的现象,同时,

“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,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

量”,军政民团结一致“同甘苦,共患难,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

的艰苦生活”。⑤ 这种全社区同甘共苦的艰苦生活与土地和阶级结

构“两头向中间挤”的新变化,本质上都是农村社区战时平均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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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生活形成的体现。正是这种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和

持久的坚持,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暂时抑制了农民在个体劳动中

长期形成的自我发家与增殖私产的欲望,激发了农村社区“自救”、

“共存”、“互助友爱的模范精神”①,从而在经济上切实保证了敌后

艰苦抗战的长期坚持并赢得最后胜利。

　　然而,在这种战时平均主义实施过程中,农村社区内同时也开

始涌动着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“左”倾思潮。这种“左”倾思潮,是把

战时平均主义当作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而要加以发展,其表现是:

　　 (一)提出了“均产思想”, 以土地多少论,“谁家地多斗争谁

家”。② 在解决贫苦抗属,退伍军人生活问题时,随意调剂土地,甚

至是“有地即调”。如平山县 12区的郭苏村被调剂土地的农户中,

70%是中农,还有 2户是贫农;有的地方则形成了“平均使用土地”

的局面。③ 因为地多了要调剂出去,少的则可以调剂进来,社会负

担又过份地集中于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身上,募捐时又是“不自动

不行”、“谁有钱谁拿负担”④,加上未来社会目标的宣传是单一公

有制的“集体化”,于是,“地主纷纷卖地”,富农、中农们“再也不买

地了”,“等待分地”⑤,并出现了“赔钱送地的现象”⑥,导致了农民

们“怕富”、“恐富”、求平均的心理,也“不积极和自然界斗争了”。⑦

　　 (二)把劳动互助的集体化和供销合作社作为未来社会抑制社

会不平均的组织形式。本来,当年解决抗干、抗属、孤寡老弱和难民

困难,力争家家有饭吃、有衣穿而发展起来的集体劳动互助,是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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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特殊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实施战时平均主义的产物,但社会平

均主义则从追求社会平均的角度认识战时平均主义,要将战时平

均主义移植于未来社会,把个体生产劳动简单地看作“封建”、“自

私”与“落后”的东西加以批判,认定将来农民的唯一前途是走苏联

模式的“集体化”道路,实行集体化劳动。① 同时,再加上政府组织

的供销合作社“垄断商业”, 使“人人加入合作社, 一切经过合作

社”②,抑制商业流通领域的“剥削”,认为两者结合,就可以克服农

民中的分化与不平均,实现社会的平均。

　　对于上述社会平均主义的“左”倾思潮,有时也受到来自共产

党的批评。但是,这种批评又总是在“批右”和“纠右”斗争中受到限

制,很快被中断而停止。当时,农村工作中,毛泽东的《湖南农民运

动考察报告》是干部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,报告中认为,贫农尤

其是“赤贫”“最为革命”,他们主持农村政权与农会,行动“样样正

确”,可以“指挥一切”,“必须不准人批评”。③ 干部们以此“来打通

思想”④,再加上当时党内干部中长期形成了“宁左勿右”的不成文

定俗,“怕别人说自己右了⋯⋯认为越‘左’立场就‘越稳’”,社会平

均主义思想就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清理和批判,自然也就难以得

到纠正。于是,农民们“怕冒尖”、“等着共产”的消极情绪也在社区

内滋长。⑤ 这种社会平均主义的思潮与后来的农村土改和集体化

运动中的平均主义错误本质上是相联的。
(作者单位: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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